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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为外部机制的产学研协同与作为内部机理的知识吸收能力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作用机制和边界条件研究甚少。本文通过问卷调查获得325个一手有效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论印证了研究假设，结论表明环境动荡性、战略一致性和结构正式化正向调节了产学研协同与知识吸收能力之间的关系，知识吸收能力在产学研协同与创新绩效之间起到中介作用。研究成果丰富了“产学研深度融合”政策的研究文献，打开了产学研协同与企业知识吸收能力对企业创新绩效之间作用机理的“黑箱”，推动企业大力实施产学研协同与促进知识吸收能力提供了实践启示和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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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Little research has been done on the mechanism and boundary conditions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industry, university and research institute as an external mechanism and the absorptive capacity of knowledge as an internal mechanism. This paper obtains 325 first-hand valid data through questionnaire survey to carry on the empirical research, the research conclusion has confirmed the research hypothesis, the conclusion shows that environmental turbulence, strategic consistency and structural formalization positively regul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ooperation of industry, university and research and the ability of knowledge absorption, which plays an intermediary role between the cooperation of industry, university and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performance. The research results have enriched the research literature on the spirit of "Deep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university and research" , and opened the "black box" of the mechanism between the cooperation of industry, university and research and the absorptive capacity of enterprise knowledge on enterpris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it provides practical enlightenment and countermeasures to promote enterprises to carry out the cooperation of industry, university and research and to promote the ability of absorbing knowledge.
Key words：industry-university-research collaboration；knowledge absorption capacity；enterprise innovation performance；mechanism of action

在中国共产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中国共产党中央明确把创新驱动作为中国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的战略支撑，习近平主席强调，“创新是引领经济发展的第一动力，自主创新是攀登世界科技高峰的必由之路”，并进一步指出，“要形成自主创新的强大合力，推进部署产学研深度融合”，这一新思想新论断为产学研协同指出了政策导向，奠定了理论依据。以企业为主体的产学研协同是实现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关键途径，更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全新模式之一。通过建立企业主体的协同机制，企业、高校和研究机构投入各自的资源和研发力量，产生大量的知识和可共享的信息可以高效匹配企业技术开发需求，有效促进企业发展。
产学研协同实质是整合集成各合作方的知识和技术。反映了企业与学研机构之间的依赖程度和交互信息流强度[1]，这种程度越强烈，就越能使学研机构的优质研发资源得到深度挖掘并激发研究潜力，是企业提高研发能力、产生研发成果的有效外部机制，也是充分获取外部知识和技术以建立企业技术开发所需资源基础的重要途径，这跟以往的产学研合作停留在浅层次层面、流于合作形式、依赖政府“牵线”的表现有质的不同。企业主体产学研协同通过跨组织、交互式协作，对外部互补式关键资源有效整合，以企业为中心发挥学研机构优势能力的外部协作网络，现有文献还鲜有阐述这一构念。而知识吸收能力在知识创新管理中是应用外部知识最有效的内在机制[2]，也是提升企业创新能力和获得高额利润的根本机制。企业通过知识获取、消化、转化和整合再利用，把接收到的外部知识与内部已有知识融合转化为生产力、创新力，从而实现知识增值促进企业技术发展、绩效提高。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协同和知识吸收能力联合在一起，表明联结企业有效整合外部知识的外在机制和在企业内部利用知识的内在机理反映了企业遵循“内外机制—绩效”途径的综合、系统、集成理论逻辑。在现有文献中，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协同与知识吸收能力在促进企业创新绩效上的作用机制鲜有描述，对此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重大的现实价值。
在调节作用方面，战略一致性涉及到各部门各层级的目标分解、战略理解、资源整合，对组织的影响往往伴随着结构正式化程度的调整，战略一致性与结构正式化作为企业内部情景影响因素是研究中常用的、常常一起出现的两个调节变量。而且战略一致性与结构正式化在企业战略与环境匹配时有利于企业绩效的提高，最近，中国企业面临变化多端的国际局势，世界向多极化发展，经营环境处于高度动荡不确定性中。因此，本研究把环境动荡性作为企业外部情景因素引入关系机制，以此与其它两个内部情景因素同时作用于研究框架中，考察内外部情景因素共同对本研究的调节作用。企业通过产学研协同对知识进行内化吸收，需要各个部门和各个层级的员工协同合作，部门和层级对战略的理解以及战略行为的一致性促进了这个过程的响应[3]，因此，我们把战略一致性引入研究框架。组织结构承载了企业知识积累的平台，是知识体系运行的依托，规定了企业的知识点和知识链，支撑和优化了知识的存量和流量[4]，因此考察结构正式化的调节作用十分重要。鉴于当前的国际局势，中国与美国之间的摩擦不断，经历了中美贸易战以及新冠肺炎疫情蔓延的影响，使中方与美方在国际社会上的分歧加大，国内的企业面对高度动荡的新形势新环境，需更加快更加紧迫地吸收消化外部知识以提高竞争力，因此，环境动荡性是转化内外部知识的重要情景因素。本研究选取的战略一致性、结构正式化、环境动荡性三个调节变量都是影响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协同与知识吸收能力之间关系的重要因素，现有文献并没有指出这些变量影响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协同与知识吸收能力之间关系的内在作用，依据企业面对的经营外部环境和内部管理机制，考察这三个调节变量的作用具有显著理论意义和实践启示。
本文的研究问题是通过问卷调查实证分析了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协同为自变量，企业知识吸收能力为中介变量，企业创新绩效为因变量，战略一致性、结构正式化和环境动荡性为调节变量，构建反映企业为主体产学研协同与企业创新绩效的内在机制，以有益于理论和实践的目的。
1 文献回顾与理论假设
1.1 文献回顾
1.1.1 产学研协同
企业提升创新力不仅仅是依靠组织内部研发投入，Dobusch等的研究表明企业越来越依赖外部组织的开放创新能力，企业的发展需要跟外部组织建立紧密依存的关系，外部组织通过有目的的知识流出，可以促进企业内部创新和增强市场开拓能力[5]。这意味着提高企业的创新程度，并不是取决于企业自身或某个组织力量，而是企业跟外部组织之间建立网络关系产生的知识集成效应，特别是企业所在行业资源库呈现结构复杂化和数量规模化时，知识和资源来源就广泛存在于各个合作组织中[6]，需要企业与之建立特定机制去获取。这些合作关系是不同正式组织之间建立的协作机制，是企业获取外部资源和知识的重要安排，如研究与开发联盟或供应链上以创新为核心的合作。产学研协同就是产生这种效力的具体合作方式之一，它是以提高企业创新力而组建的正式或非正式联盟关系，建立的协同机制可以产生显著合作成效和合作优势。
有关学者的研究指出，如果仅仅把各个生产要素堆积在一起，虽然建立了合作联系但没有其它举措，就会产生各种矛盾、障碍和不一致，产学研合作成效难以预判，产学研合作的各个生产要素未能整合成一个有机整体，各个单元呈现为零散化、碎片化和独立化，企业不能与学研机构建立相匹配的合作机制，企业不能从合作网络中产生显著效益[7-8]，因此，传统的产学研合作起到的作用是很有限的。产学研协同是一种跨组织的紧密深度融合关系，虽然不同组织之间表现出不同目标、不同文化和不同组织心态，但企业本身存在的多元目标混合表现出一定的独特性和混合性，这种组合形成的合作关系具有外在机理的一致性，跟传统的产学研合作具有不同特点。产学研协同的方式可以提高技术创新能力，是当前企业赢得生产力、创新力的一种有效方式，其本质是各个成员单位间有机整合和协同作用。因此，产学研协同对于提高企业创新绩效是必要的、根本的，符合时代发展对企业提出的要求，也是切合当下实际的。
产学研合作整合效率低下，难以形成一个有机整体[8]。产学研协同作为知识生成机制的一种新模式，是知识转移、共享、扩散的关键途径，因此，研究产学研协同在具体行业中对某个企业产生的合作创新成效扮演和承担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使命、角色。同时，为加快提升企业效益，接收外部产学研协同产生的创新元素并转化为企业创新绩效，需要在产学研协同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建立一个中介机制，使产学研协同的整体效率发挥更大作用。目前，缺少分析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各个部门协同作用对企业产生的创新效益，鲜有文献阐述和分析通过知识吸收能力作为企业为主体产学研协同与企业创新绩效为中介机制这一中间渠道来实现更大创新。
1.1.2 知识吸收能力
Cohen等是最早提出知识吸收能力的学者，他们认为知识吸收能力是企业识别、获取外部知识，在企业内部消化，并且在新技术研发和新产品开发过程中应用的能力，他们认为外部知识之所以对企业创新绩效有促进作用，原因就在于存在知识吸收能力。但是，他们的研究没有考虑到企业是否能够把吸收到的外部知识在企业内部进行充分吸收和利用，因此，Zahrah等指出知识在企业内部转化和应用是知识吸收能力的重要部分[9]。至今，有很多学者对知识吸收能力进行了探索，并且超越了个体层面的研究，已扩展、深化至组织层面为重点的研究。当然，企业知识吸收能力是建立在个体先前经验之上，将知识从外部环境吸入企业内部，通过个体成员在企业中充分转化利用。
知识吸收能力是一个多维度概念，Zahrah等在Cohen构建的知识吸收能力构念基础上进一步划分维度，指出知识吸收能力可以分为知识获取、消化、转化、整合再利用四个环节[9]，这一划分引起学术界同行们一致认可。后续研究均没有超出这一划分的范畴，在应用这一概念时都是从其中某一角度进行一定延续扩展。国内研究者一般都是根据自己的主题直接或稍作修改就进行引用。知识吸收能力各维度是作为一个有机整体作用于知识的所有环节，它们形成的合力与产学研协同共同对创新绩效产生正面影响，因此，本研究也沿用这一划分标准，对知识吸收能力从这四个环节着手来考察作用关系。
知识吸收能力的前因变量包括先验知识、研发投入和组织管理要素等内部因素以及外部知识环境和社会网络等外部因素。先验知识不论是以何种形式存在，都会给知识吸收能力带来正向影响，因为先验知识是知识吸收能力在企业内部内化的重要来源之一，两者存在一定的函数关系；研发投入和组织管理要素是影响知识吸收的效率和范围，它们有益于解决复杂困难问题并创造新知识，可以促进知识吸收能力在企业内部产生的知识效应。外部知识环境是影响企业获取多元知识的外部条件，直接决定了企业知识吸收能力强弱[10]；组织在社会网络环节中，得到外部支持有助于内部知识流动和知识共享，其中协作型组织网络环境是知识吸收能力的重要来源[11]。因此，这些前因变量都指出了知识吸收能力跟企业内外部因素相关，既需要从外部网络中吸收知识，更需要内部的整合转化，从而在两者共同作用下提高企业生产率。
知识吸收能力是企业有效获取外部知识并转化为企业创新力的要素之一，企业必须高度重视并不断提高知识吸收能力。企业在加强对新知识的获取中，战略导向型的创新和柔性化的网络组成能够增强企业对新知识的敏感程度，对知识吸收能力具有重要影响[12]，因此，我们考察了战略一致性在企业为主体产学研协同与知识吸收能力之间的调节作用。在研究知识吸收能力内部影响因素时，Volberda等发现结构正式化也跟知识吸收能力有相关关系[13]，因此我们考察了结构正式化在企业为主体产学研协同与知识吸收能力之间的调节作用。当前，国际环境复杂多变，国家之间的政治动荡因素和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有很大影响，特别是中国经济发展处于转型之中，所以环境表现较高程度动荡，环境动荡性会给企业知识获取和内化带来更大的紧迫性、复杂性，是影响企业知识吸收能力强弱的一个重要外部因素，因此，我们还考察了环境动荡性对企业为主体产学研协同与知识吸收能力的调节作用。
1.2 理论假设
协同是把主权独立的各个组织联合起来，为共同完成某项任务，在同一体系中彼此包容和相互融合，进而超越各实体形成协同效力，这一体系具有自动调节性、内在性和客观性的特点，是各个组织单独所不能产生的功效。本研究中，产学研协同围绕提升企业创新绩效，基于以企业为主体的多要素深度融合，我们认为可以实现各合作方之间高效匹配，能够为各方尤其是企业带来巨大效益。借鉴Franco等的研究，产学研协同可以分成各生产要素协同和合作过程协同[14]，通过考察两者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作用关系来揭示产学研协同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第一，在各生产要素协同中，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和一致的宗旨，都是为了提升技术创新能力而组织在一起。各合作组织间建立有效一体化协同机制，可以产生有益于企业发展所需的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不同知识来源和知识特征促进了各要素间的知识交流和知识整合效应[15]，能够优化输入企业的外部知识结构和提高知识创新程度。在这个合作方式中，作为合作主体的企业通过探索新的管理方式和安排新的制度，能够更好地推动企业内部研发管理革新，进而提高创新绩效。各要素的协同作用越强，合作产生的创新结果就越好。第二，产学研合作过程中的协同，为技术创新提供了驱动力，体现在不同环节。比如在合作准备阶段中，企业发现难以依靠自身解决难题，需要寻找合适匹配的合作伙伴，通过获取信息和外部知识以增强技术开发能力和创新动力；在正式合作阶段中，各合作主体需要协商并确定合作模式，企业根据技术创新成果为标准而展开协调，解决内部不适应和冲突情况，进而提升企业创新能力。
企业是本研究的主体，它通过与其它组织建立共生协作模式提升技术创新能力[16]，学研机构侧重于基础研究，这些研究需要巨大的资金，可以弥补企业单方面资金投入所带来的研发高风险，学研机构的风险分担和研发优势有利于社会各单元合理分工。企业在与学研机构建立的协同过程中，各个要素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企业从中源源不断地获取外界的能量和知识，转化为切合企业市场需求的创新成果，最终为提高企业技术创新绩效发挥作用。即使协同过程未能实现预期目标，彼此之间的协作关系可以展开新的谈判，重新调整，直至以企业为主体的各合作组织间能够产生最大化的协同效应。在已有的合作基础上，把新形成的合作体系固定、落实到实际中，始终服务企业创新绩效。因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H1）：企业为主体产学研协同与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正相关关系。
1.2.1 知识吸收能力的中介作用
产学研协同可以促进合作组织之间知识转移，有助于企业从学研机构中有效充分吸收先进知识和技术。判断产学研协同与知识吸收能力之间的关系，可以从产学研协同作用于知识吸收能力的四个环节着手，即知识获取、消化、转化、整合再利用。产学研协同可以看成是企业与学研机构之间建立跨异质性组织学习过程，不仅打破了原有关系的学习边界，而且延展了学研机构的知识和技术，为企业提供了向外部学习的一个共享平台[17]，因此，产学研协同有助于企业向外部环境获取知识。企业与学研机构协同不仅创造了新知识，而且促进了各个组织之间产生的知识向企业内部流动，使外部组织知识能够在企业内部共享。特别是学研机构结合企业经营实际难题，有针对性地研发新技术新产品，能成为企业内部研发的副产品，有助于知识在企业内部各环节消化，即产学研协同可促进企业知识消化。产学研协同可以为企业提供多样化知识，能够弥补企业先前知识基础和经验不足，知识和技术多样化能够满足企业新技术新产品开发要求，促进企业内部知识转化和整合再利用。在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协同过程中，大量的不同知识和技术促进企业重组，进而提高知识整合效率和柔性[18]，直接加强了知识吸收能力。因此，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协同与知识吸收能力具有正相关关系。
知识吸收能力对创新的作用体现在企业向外部获取知识及吸收利用知识的整个内外过程中。企业在获取外部有价值的知识时，就需要对获取的知识进行甄别和筛选，然后加以消化和转化，最后整合知识体系，应用到企业中，创造的新产出提升了企业技术水平，使知识管理更有意义。知识吸收能力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比较成熟，国内外的学者们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普遍认为知识吸收能力对企业创新绩效有很重要作用，而且两者是呈正相关关系。Szulanski认为企业及各个职能部门的知识吸收能力越强，越有利于企业把控环境和掌握信息，也越有利于对知识的获取和创新的应用[19]，因此企业创新绩效就越高。高照军等在研究知识吸收能力和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时，发现知识吸收能力对企业创新绩效有很大正面影响，企业因为知识吸收而具有创新惯性[20]。因此，我们基于前人研究成果，也认为知识吸收能力与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正相关关系。
因为学研机构以研发新技术、创造新知识为主要目的，弥补了企业作为单个研发组织创造知识的不足，企业与学研机构建立的协同关系可以使企业充分吸收利用外部新的、有用的技术和知识，会激发企业有更大的动力积极向外界获取知识并内化到企业组织中，即可以有效充分地为知识吸收能力提供企业经营所需关键技术资源。以企业主体产学研协同可以便利企业从外部获取有针对性的技术和知识，有利于促进知识在企业内部各部门各层次各环节流动、融合，提供的多样化知识可以促进知识转化和整合再利用，这种跨异质性组织间知识转移和流动，为企业提供了一个知识共享平台，产学研协同可以加强企业知识吸收能力。知识吸收能力具有路径依赖，是企业实现创新绩效的一项重要因素，知识吸收能力在整个过程中都对企业创新有增强作用，从企业对外部知识的识别、获取到知识在企业内部的消化、转化、整合再利用，处处体现了对企业创新动力具有的正向作用。企业的知识吸收能力越强，企业就能够更好地在协同机制中优化双向的知识转移，直接提高了企业创新绩效[21]。因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2（H2）：知识吸收能力在产学研协同与企业创新绩效中具有中介作用。
1.2.2 调节作用
结构正式化能促使企业对自身的运作规范、流程和决策有清晰的规则，能够增强组织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反应能力[22]。当结构正式化水平较高时，组织的流程和制度可以清晰地在组织内部传递，企业各部门各环节可以清晰地理解组织实施的政策，增强了企业对外部环境适应力。此时，产学研协同程度越强，联系越紧密，产生的知识和技术越容易在企业内部传递和利用。即结构正式化程度越高，越有利于加强产学研协同与知识吸收能力之间的关系。当结构正式化水平较低时，企业各部门各环节的组织规范运作对流程信息过程的适应减弱，各职员在理解企业中传递的政策和制度时难度增加，减弱了组织内部对外部环境的反应。即使产学研协同紧密程度较高，也难以在组织中进行知识吸收能力。因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3a（H3a）：结构正式化正向调节产学研协同与知识吸收能力之间的关系。当结构正式化程度越高，越有利于增强产学研协同与知识吸收能力之间的关系。当结构正式化程度越低，产学研协同与知识吸收能力之间的强度也越弱。
战略一致性是企业不同部门和各个层级对战略目标的一致性和战略行为的一致性[3]，较高的战略一致性有助于提高组织各部门协同性，避免对组织战略目标的理解偏差和资源配置的低效率[23]。当战略一致性较高时，各部门的协同和各层级的理解趋于一致，有利于企业各层级各部门执行战略和增长绩效，产学研协同产生的技术成果和知识内容越多，就越有利于在组织内部得到有效落地，即吸收能力越强。当战略一致性较低时，即使产学研协同成果较多，也难以在组织内得到理解深化、贯彻执行，各部门间在应用知识成果时也难以彼此协同推进，各层级的理解可能会有较大不一致性，导致知识吸收能力不充分不全面，即知识吸收能力越低。
假设3b（H3b）：战略一致性正向调节了产学研协同与知识吸收能力之间的关系。当战略一致性越高，产学研协同与知识吸收能力之间的关系越强。当战略一致性越低，产学研协同与知识吸收能力之间的关系也越弱。
环境动荡性是对组织突发、临时性扰乱的外部因素，这种扰乱是难以预测也是不可避免的，通常对组织起到破环作用，但是也会给组织带来有利机会，它是两面性的[24]。本研究认为，环境动荡性对产学研协同与知识吸收能力之间成正向调节作用。当环境动荡性程度较高时，环境对组织运作提出了挑战，企业必须更多地从外部获得资源，才能保证企业正常地运营，从而超越竞争对手，因此产学研协同能够促进知识吸收能力。当环境动荡性程度较低时，企业经营不需要更多地依赖外部环境，可以保持经营策略行径惯性，即使产学研协同产生更多成果，企业也不会有意愿吸收更多知识，即不利于产学研协同与知识吸收能力之间的正向关系。
假设3c（H3c）：环境动荡性正向调节产学研协同与知识吸收能力之间的关系。当环境动荡性程度高时，产学研协同与知识吸收能力之间关系更显著。当环境动荡性的程度低时，产学研协同与知识吸收能力之间的关系更弱。
本研究的理论模型图如下。

图1：理论模型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本文数据是在2019年8月—2020年2月期间在安徽和江苏两地的高新企业调研获得的，在两地选取了部分城市，包括经济发达的南京、苏州和常州以及经济欠发达的合肥和滁州等地。由于数据调研所在城市地处长江三角洲，是高新企业云集之地，调研数据具有一定典型性，有助于研究结果向国内其它地方推广。调研通过两个途径获得数据，一是向企业发送电子邮件，以增加样本数量，二是通过向少量企业高管访谈来获得数据。调研共获得400份问卷，剔除无效问卷75份，最终用于实证分析的有效问卷为325份。从样本特征来看，大部分属于广义上的新企业，73%的企业年龄在10年以下，29.6%的企业与互联网相关。在调研中，我们让企业高管填写了人口统计数据，比如出生年月、学历等等，其中女性员工占29%。为了减少同源误差影响，以及客观如实填写问卷，我们在调查前声明本次调研数据仅用作学术研究，数据收集后由专人管理和直接存档保管，不会向外界透露且不会向调研单位领导反馈。此外，特地向调研访谈对象解释了调研问卷项的内涵，做到被调研访谈对象对问卷题项准确理解和客观填涂。
2.2 变量测量
问卷使用7点李克特量表，从1到7表示认可的程度，1代表非常不同意，7代表非常同意。产学研协同的测量参考肖知兴[25]的5个条目量表，知识吸收能力参照Lichtenthaler[26]的量表，采用6个条目来测量。创新绩效，参照Hashmi[27]的量表，采用3个条目来测量。环境动荡性测量参照Tan等[28]的测量量表，采用4个条目来测量。结构正式化测量参照Hickson等[29]的量表，采用5个条目来测量。战略一致性参照胡查平等[30]的测量，采用4个条目来测量。
由于企业和高管的背景特征以及动态能力也会对创新绩效有一定的影响作用，为了减少对研究结论的影响和保证科学性，把高管的年龄、性别、学历、进入行业时间、进入公司时间和企业主营业务人数、动态能力作为控制变量。
2.3 数据处理
调研获得的数据通过SPSS、Lisrel两个统计软件工具进行运算和检测，数据分析方法主要是相关和多元回归分析方法。
3 研究结果
3.1 变量同源方差及信效度分析
为控制同源方差问题，在调研前的研究设计中，分别对测量方式、题项安排、填写方式等方面进行调整。数据采集整理后，用SPSS的Harman单因素检验法检验，结果表明第一个主成分解释变异为38.656%，小于临界标准40%，因此，可以认为测量量表不存在严重的同源方差。
我们对问卷数据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和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如表1所示，各因子的Cronbach’α系数都大于0.7，组合信度数值都大于0.7，表明问卷有较好的信度。我们再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每个因子载荷都大于0.7，平均萃取值在0.5以上，表明问卷具有较好的效度。
表1：变量的信效度分析
	变量
	条目
	信度
	效度

	
	
	Cronbach’α
	组合信度CR
	因子载荷 
	平均萃取值AVE

	产学研协同
	本企业与研究组织紧密合作
	0.847
	0.893
	0.90
	0.63

	
	本企业与研究组织合作持续时间长
	
	
	0.96
	

	
	本企业技术创新离不开学研机构
	
	
	0.96
	

	
	与本企业技术研发频繁交流
	
	
	0.96
	

	
	与本企业在研发过程中建立信任
	
	
	0.95
	

	知识吸收能力
	具有找到储备知识线索的能力
	
	
	0.67
	0.75

	
	具备将知识和新用途融合的能力
	
	
	0.71
	

	
	具备将新技术和创意融合的能力
	0.937
	0.949
	0.76
	

	
	能够将技术和新产品建立联系的能力
	    
	
	0.86
	

	
	能分析市场对技术的要求
	
	
	0.90
	

	
	能将技术结合客户服务的能力
	
	
	0.87
	

	创新绩效
	引进新技术改善流程
	0.816
	   0.893
	0.87
	0.74

	
	引进新方法改善流程
	
	
	0.88
	

	
	新产品改善带来大量利润
	
	
	0.67
	

	环境动荡性
	竞争环境
	0.755
	0.785
	0.48
	0.51

	
	市场发展环境
	
	
	0.71
	

	
	技术、创新和研究环境
	
	
	0.77
	

	
	国际世界环境
	
	
	0.56
	

	结构正式化
	准备多项备选方案
	0.883
	0.910
	0.64
	0.67

	
	组织结构图清晰
	
	
	0.87
	

	
	明确在组织结构图中的位置
	
	
	0.90
	

	
	每一项业务都有专人负责
	
	
	0.80
	

	
	职责范围很明确
	
	
	0.79
	

	战略一致性
	根据战略目标来使用资源
	0.887
	0.901
	0.91
	0.70

	
	关心与战略目标相关任务执行
	
	
	0.95
	

	
	各部门能准确理解战略目标
	
	
	0.80
	

	
	各阶层执行时相互支持
	
	
	0.79
	



3.2 描述性统计
各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和相关系数矩阵如表2所示。




表2：描述性统计表
	
	M
	SD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年龄
	42.63
	9.01
	
	
	
	
	
	
	
	
	
	
	
	

	2性别
	0.28
	0.45
	-0.12*
	
	
	
	
	
	
	
	
	
	
	

	3学历
	4.67
	0.95
	-0.33**
	-0.04
	
	
	
	
	
	
	
	
	
	

	4进入行业时间
	16.64
	7.89
	0.67**
	-0.19**
	-0.22**
	
	
	
	
	
	
	
	
	

	5进入公司时间
	12.64
	4.91
	0.51**
	-0.16**
	-0.14*
	0.69**
	
	
	
	
	
	
	
	

	6主营业务人数
	3.22
	0.88
	-0.14*
	0.07
	0.07
	-0.10
	-0.06
	
	
	
	
	
	
	

	7动态能力
	3.99
	1.10
	0.10
	0.03
	0.02
	0.02
	0.01
	-0.16**
	
	
	
	
	
	

	8产学研协同
	5.08
	1.11
	-0.05
	0.14*
	-0.01
	-0.03
	-0.08
	0.19**
	-0.03
	
	
	
	
	

	9知识吸收能力
	4.89
	1.17
	-0.06
	0.11*
	-0.07
	-0.07
	-0.10
	0.12*
	-0.02
	0.78**
	
	
	
	

	10企业创新绩效
	4.83
	1.24
	-0.02
	0.00
	0.01
	-0.01
	-0.04
	0.22**
	-0.00
	0.43**
	0.42**
	
	
	

	11结构正式化
	5.22
	0.98
	-0.06
	0.11
	-0.04
	-0.05
	-0.09
	-0.04
	-0.06
	0.39**
	0.40**
	0.28**
	
	

	12战略一致性
	4.91
	1.14
	-0.06
	0.09
	0.03
	-0.07
	-0.06
	0.17**
	-0.03
	0.45**
	0.39**
	0.57**
	0.34**
	

	13环境动荡性
	4.62
	1.14
	-0.03
	0.06
	-0.08
	-0.03
	0.06
	0.10
	-0.07
	0.40**
	0.39**
	0.30**
	0.29**
	0.26**





由表2可知，产学研协同与企业创新绩效正相关（r=0.43，p<0.01），产学研协同与知识吸收能力正相关（r=0.78，p<0.01），知识吸收能力与创新绩效正相关（r=0.42，p<0.01）。这些数据的结果表明产学研协同、知识吸收能力与企业创新绩效三个变量之间存在两两相关关系。战略一致性与产学研协同、知识吸收能力、企业创新绩效均为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分别为（r=0.45，p<0.01；r=0.39，p<0.01；r=0.57，p<0.01），说明企业内部战略一致性程度越高，产学研协同、知识吸收能力、企业创新绩效越好。结构正式化与产学研协同、知识吸收能力、企业创新绩效均为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分别为（r=0.39，p<0.01；r=0.40，p<0.01；r=0.28，p<0.01），说明结构正式化程度越高，产学研协同、知识吸收能力、企业创新绩效更好。环境动荡性与产学研协同、知识吸收能力、企业创新绩效均为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分别为（r=0.40，p<0.01；r=0.39，p<0.01；r=0.30，p<0.01），说明环境动荡性程度越高，产学研协同、知识吸收能力、企业创新绩效表现越好。
3.3 中介效应检验
表3：中介检验
	变量
	知识吸收能力
	知识吸收能力
	创新绩效
	创新绩效
	创新绩效
	创新绩效

	
	M11
	M12
	M21
	M22
	M31
	M41

	年龄
	-0.01
	-0.00
	0.00
	0.01
	0.01
	0.01

	性别
	0.14
	-0.06
	-0.02
	-0.08
	-0.13
	-0.12

	学历
	-0.09
	-0.08
	0.02
	0.06
	0.02
	0.04

	进入行业时间
	-0.00
	-0.01
	0.01
	0.01
	0.01
	0.01

	进入公司时间
	-0.02
	0.00
	-0.02
	-0.01
	-0.01
	-0.01

	主营业务人数
	0.15*
	-0.03
	0.32**
	0.26**
	0.22**
	0.23**

	动态能力
	0.04
	0.05
	0.03
	0.02
	0.04
	0.02

	产学研协同
	
	0.82**
	
	
	0.46**
	0.24**

	知识吸收能力
	
	
	
	0.44**
	
	0.27**

	R2
	0.03
	0.61
	0.54
	0.22
	0.22
	0.24

	F
	1.47
	61.73
	2.56
	11.18
	10.65
	10.89


我们对假设进行多元回归分析，从上表（表3）可知，M31表示产学研协同与创新绩效的关系，具有正相关关系（β=0.46，p<0.01），假设H1得到验证。M22表示知识吸收能力与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具有正相关关系（β=0.44，p<0.01），M12表示产学研协同与知识吸收能力之间的关系具有正相关关系（β=0.82，p<0.01）。
根据Baron（1986）对中介效应的检验步骤，自变量产学研协同与因变量创新绩效具有相关关系，自变量产学研协同与中介变量知识吸收能力之间具有相关关系，中介变量知识吸收能力与因变量创新绩效具有相关关系，把中介变量知识吸收能力纳入自变量产学研协同与因变量创新绩效的回归方程中，在控制了产学研协同的影响后，两者关系增强了，相关系数为（β=0.27，p<0.01），这表明知识吸收能力在产学研协同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具有中介作用。在控制了中介变量知识吸收能力的影响后，如表所示，M41中产学研协同与创新绩效具有显著正相关关系（β=0.24，p<0.01），因此，中介变量知识吸收能力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假设H2得到验证。
本研究进一步用SPSS做bootstrap抽样5000次，运算结果表明，在95%的置信区间内，间接效应为（0.0688，0.4019），直接效应为（0.1111，0.4628），两者都不包含0，表明知识吸收能力起到中介作用。同时，再进一步看产学研协同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模型运算结果系数，该值为0.2869，p值=0.0015，大于0且显著，即是部分中介作用，因此，假设H2得到验证。
3.4 调节效应检验
表4是有关变量之间的调节效应。



表4：调节效应检验
	变量
	知识吸收能力
	知识吸收能力
	知识吸收能力
	知识吸收能力
	知识吸收能力
	知识吸收能力
	知识吸收能力

	
	M11
	M12
	M13
	M21
	M22
	M31
	M32

	年龄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性别
	0.13
	-0.10
	-0.09
	-0.06
	-0.05
	-0.05
	-0.06

	学历
	-0.11
	-0.09
	-0.08
	-0.09
	-0.08
	-0.07
	-0.06

	进入行业时间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进入公司时间
	-0.01
	0.01
	0.00
	-0.01
	0.00
	-0.00
	-0.00

	主营业务人数
	0.16*
	-0.02
	-0.01
	-0.04
	-0.03
	-0.04
	-0.03

	动态能力
	0.04
	0.06
	0.06
	-0.05
	0.05
	0.05
	0.06

	产学研协同
	
	0.79**
	0.35*
	0.80**
	0.32*
	0.79**
	0.41**

	结构正式化
	
	0.13**
	-0.30
	
	
	
	

	战略一致性
	
	
	
	0.06
	-0.41**
	
	

	环境动荡性
	
	
	
	
	
	0.09*
	-0.33*

	结构正式化X产学研协同
	
	
	0.08**
	
	
	
	

	战略一致性X产学研协同
	
	
	
	
	0.10**
	
	

	环境动荡性X产学研协同
	
	
	
	
	
	
	0.08**

	R2
	0.03
	0.63
	0.64
	0.62
	0.63
	0.62
	0.63

	F
	1.47
	57.43
	53.45
	55.39
	53.33
	56.11
	52.41







根据温忠麟等[31]的调节效应检验方法，首先建立回归方程：

W代表中介变量知识吸收能力，X代表自变量产学研协同，U表示调节变量。调节变量是否调节了自变量与中介变量之间的关系，要判断c3是否显著，正负号代表调节方向是正效应或是负效应。我们可以分三个步骤来检验，自变量产学研协同与中介变量知识吸收能力之间的关系显著相关，调节变量结构正式化与知识吸收能力的关系为正相关关系（β=0.13，p<0.01），将交互项继续纳入回归方程，由M13可知，回归系数为0.08，显著性水平为p<0.01，因此结构正式化正向调节产学研协同与知识吸收能力之间的关系，由此验证了假设H3a。同理，参照检验假设H3a的步骤，由M22可知，回归系数为0.10，显著性水平p<0.01，因此战略一致性正向调节了产学研协同与知识吸收能力之间的关系，由此验证了假设H3b。由M32可知，回归系数为0.08，显著性水平p<0.01，因此环境动荡性正向调节了产学研协同与知识吸收能力之间的关系，由此验证了假设H3c。
由下图可知，在不同战略一致性水平下，战略一致性正向调节了产学研协同与知识吸收能力之间的关系，当战略一致性水平越高，产学研协同与知识吸收能力的关系越强，反之则关系越弱。同理，在不同的结构正式化程度下，结构正式化正向调节了产学研协同与知识吸收能力之间的关系，当结构正式化水平越高，这个关系也越强，反之则关系越弱。环境动荡性正向调节了产学研协同与知识吸收能力之间的关系，当环境动荡性程度越高，产学研协同与知识吸收能力的关系也增强，反之则关系变弱。


图2：产学研协同与战略一致性对知识吸收能力的交互作用

图3：产学研协同与结构正式化对知识吸收能力的交互作用


图4：产学研协同与环境动荡性对知识吸收能力的交互作用
4 讨论与研究展望
4.1 研究结论
本文在调研了安徽和江苏两地的高新企业后，构建了企业为主体产学研协同与创新绩效之间的主效应关系，并且以知识吸收能力为中介变量，战略一致性、结构正式化、环境动荡性为调节变量的效应。本研究的结论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知识吸收能力在企业为主体产学研协同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有显著的中介作用。产学研协同对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显著正相关作用，产学研协同对知识吸收能力以及知识吸收能力对创新绩效也具有显著正相关作用，这表明企业与学研机构的紧密深度融合，能够使企业知识吸收能力更强。要提高企业创新绩效，就要增强企业知识吸收能力，也就是说企业知识吸收能力在知识获取、消化、转化、整合再利用的能力越强，企业创新绩效表现就越出色。知识吸收能力作为产学研协同与创新绩效之间的中介作用，把产学研协同与知识吸收能力之间的关系构建和联结，对理解和促进产学研协同与知识吸收能力研究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高新企业通过与外部途径学研机构协同获取知识，通过企业内部吸收能力，内化知识和整合再利用，为提高企业创新绩效建立了条件。
战略一致性、结构正式化、环境动荡性的调节机制，显著地影响了产学研协同与知识吸收能力之间的关系。战略一致性能够影响组织对知识的敏感性，从而使企业内部的知识吸收能力发生变化，当战略一致性程度越高时，产学研协同与知识吸收能力之间的关系就越强，反之，则越弱。结构正式化作为企业内部的一个影响因素，是承载获取外部知识并内化的一个平台，当结构正式化程度越高时，产学研协同与知识吸收能力之间的关系就越强，反之，则越弱。在当前的国际环境中，西方国家发起贸易战，试图压制中国技术发展和国家振兴，采取多项限制经济发展措施，再加上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和中国经济处于转型中，因此环境动荡性程度较高，影响了产学研协同与知识吸收能力之间的关系，且环境动荡性程度越高，对两者关系影响越强，反之，则越弱。
4.2 理论意义和实践启示
本文的理论意义可能包括以下3个内容。
第一，本研究梳理和提炼出基于企业为主体产学研协同的概念以及确立以企业为主体的协同关系，扩展了已有的合作理念和合作思路。据Burt等[32]的研究可知，以往产学研各元素仅是建立松散非紧密的关系或者在产学研合作中通过其它举措提升企业绩效。本研究结合实地访谈调研，设计了测量基于企业为主体产学研协同量表，刻画了产学研协同的关键特征，促进了实践和理论的沟通互联。以往对产学研与绩效之间的研究多数集中在微观层面，如各参与主体合作的动机[33]、参与合作的研发努力[34]等。而产学研协同更加突出在多元元素之间构建深度融合的协同机制，是把宏微观相结合的一种经济创新模式，突破了把宏微观分离分别单独考察的研究，体现了企业为主体产学研协同的独特性，为产学研深度融合的科技政策实施和理论研究实证分析奠定了基础。这对于当前深层次国家创新产生成效起到非常重要作用，也对于学术界有关产学研研究提供了一个新视角。
第二，本研究将知识吸收能力纳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协同与企业创新绩效中，试图构
建在知识一体化情景下的理论框架以发挥知识的作用。有学者从多元角度，考察企业从外部网络吸收知识的重要性，明确指出协作型网络环境对企业知识吸收和利用的贡献[11]。目前，企业在外部协作网络吸收知识的研究设计中，有关研究涉及到的有企业协同能力、产学研合作等方面的变量对知识吸收能力的影响。企业协同能力通过把企业外部所有利益相关者整合，分别单独考察每个协作机构对企业知识吸收的作用[35]，从而考察企业协同能力与知识吸收能力的关系。但是，如此多的利益相关者整合要求与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协同具有不同的合作整合机制，各个利益相关者的知识特征由于没有共性桥接，不能通过整合同一合作机制为企业提供系统知识源和关键技术，可能需要进一步通过其它多重机制来促进知识吸收能力，企业也无法通过自身吸收机制充分化解外部非紧密联系且杂乱不一的知识体系。产学研合作则多源于传统的合作方式，把各个机构零散地摆放在一起，难以调动双方的合作动力，难以认识到合作深层意义，企业也未设置专岗人员和部门深度研究、理解、对接，表现出一定的随意性和被动性，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企业获取和吸收外部知识技术的机会，不能从根本上通过产学研合作方式提升企业技术研发能力。由此可见，以往在研究知识转移和共享这一问题上，一直没有适宜的合作机制，大多割裂学研方与企业端之间的紧密关系，现有研究机制存在重大漏洞，没有构建产学方的体系，就不能充分发挥企业对外部知识的吸收利用。本研究正是响应和延承已有研究，提出这一重大创新体系机制，以回答时代需求和中国政府大政方针承继深化的理论基础。本研究在构建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协同通过对企业内外部知识吸收以促进企业创新绩效的提高，具有创新性，有助于增益产学研的后续研究。
第三，在企业为主体产学研协同与知识吸收能力之间引入的三个调节变量，还未有研究人员做过这个尝试。本文通过实证研究证实了战略一致性、结构正式化和环境动荡性正向调节企业为主体产学研协同与知识吸收能力之间的关系，对于如何解决知识的有效转移和有效内化多了举措，这一新尝试为构建产学研协同与充分的知识吸收提供了新角度。揭示了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协同与企业知识吸收能力之间的内在规律，打开了这一路径机制的黑箱。
本研究的实践启示有如下3项。
第一，对企业管理的启示和建议。（1）对于企业的管理者来说，仅仅与学研等有关机构建立联系和合作是远远不够的，把各要素堆积在一起无益于企业更好地利用资源提升创新绩效，应当与之建立整合协同的一体化合作。在以企业为主体构建的产学研协同中，不能因为会消耗企业财力、资源、时间、成本和精力而不合作或不投入，企业不能够持有这种短视眼光，这是不利于企业对内外部知识的吸收融合，从而导致企业创新绩效难以持续提高[36]。（2）企业在产学研协同中是主体，一切政策、知识、技术都要在企业这一主体中实施。在协同中，企业如果定位不准，就难以发挥这一机制的优势。因此企业自身要加大研发，不仅是提高技术，还体现在完善修正制度和提升经营艺术等方面，使企业内各个员工都能熟知知识转化和工作应用。传统意义上认为企业研发就是技术，这是一种狭隘思维，企业更重要的是要提升经营和管理水平，提高市场竞争实力。（3）企业如何通过产学研协同提升知识吸收能力，要结合企业内外部情景因素的实际情况。如果战略一致性、结构正式化、环境动荡性程度较高，管理者应当优先增强产学研协同，因为这种情况可以增强知识吸收能力，实现企业对外部知识在内部机制中产生放大效应。当战略一致性、结构正式化、环境动荡性程度较低时，企业管理者就要通过优化柔性战略来促进对内外部环境管理。
第二，对学研机构及其它具有研发功能机构的启示和建议。这些研究机构往往扮演着公共职能的角色，它们有专门的课题申报和经费获取途径，可以满足巨大资金需求的研究项目，因此能够承受更大的研发风险，弥补了企业独立研发的不足。目前，学研机构有大量的新研发，但是不符合企业面临的技术难题现实，这些机构的服务跟不上企业的需要。因此，中国的研究机构要主动对接中国企业，通过开放创新走出大门解决企业实际问题，从而引导行业往良性方向发展[37]。中国在实行疫情管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两手抓政策的指导下，各个机构以问需求诊的方式为企业发展把脉，取得了很高的社会评价和很好的实际效益。不仅在公共卫生应急时要采取这种主动措施，在疫情过去和经济恢复后，仍需保持这种主动状态。
第三，对政府的启示和建议。中国地方政府会不定期组织产业园中的企业与有关学研机构的咨询和沟通，这种松散、简单、不匹配的合作平台并未给企业带来较大的合作效益和动力，政府应在深化改革中加快建设一体化协同合作政策，鼓励学研机构和企业主动花时间合作，通过政企研合作方式引导企业积极参与协同合作培训并建立项目对接咨询的大数据信息窗口，帮助企业和学研机构能够找到相互匹配的项目和合作对象。在制订法规政策时，要规范健全企业内部知识内化制度框架，促进企业经验和外部知识技术的沉积转化，可以邀请多方面人员和各类行业协会制订企业内化外部知识技术的普遍性指南，把更多的政策激励资源向企业和学研机构倾斜，不断激发双方跨区域、跨地区开展深度协同，从而促使国家产学研深度融合能有效落地。
4.3 局限性和展望
[bookmark: _GoBack]本文存在一些局限性。第一，调查问卷所涵盖的调查对象有限，仅在江苏和安徽的部分城市作为调查样本，对于南北方和东中西部的差别没有反应出来，研究结论难以推广到其它地区，还需要其他研究者进一步扩大地域范围来调研。第二，企业的创新绩效提升是很复杂的问题，一切企业研究都最终指向绩效提高，产学研协同和知识吸收能力是其中一个方面，但是构建产学研协同和创新绩效之间的中介机制仍有其它途径，后续研究可以进一步通过访谈、调研、文献梳理找出其它变量对产学研协同与创新绩效之间的作用，使产学研协同的研究框架和内容更加丰富。第三，本研究仅组建产学研协同与知识吸收能力静态的二元关系，没有从产学研协同的网络结构关系深化和网络联盟层面剖析，网络结构关系或联盟层面构建涉及多种因素，比如网络关系构造、结构特点、相互影响的内在机制等方面因素，都有可能对企业的创新绩效提出要求，因此，这也是后续进一步值得研究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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